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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且优质的生活



在过去150 年内，人类实现了一个伟大成就。

1870 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30 岁，而现如

今，该数字已经增至 73岁，且还在延长（Deaton， 

2015）。此外，未受病痛折磨的人口的比例基本保

持不变，可见，在过去这些年内，人们在这延长

的寿命中的多数时间里都过着健康的生活。

这一状况对个人有着深远的意义。例如，在

1960 年，中国的新生儿能活到 65岁的几率平均只

有 27%；但是现在，这个几率为 83%，且还在提高。

在全球范围内，一般而言，人们目前可以预期比

前几代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老龄化研究的新前沿

尽管寿命的延长对个人是利好，但从总体来

看，人们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忧心忡忡。1965 年，

全世界 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1.29 亿，而现在已

接近 7.5 亿，并且到 2100 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

至 25 亿。百岁老人的数量也在增加——从 1965

年的 2 万人增加到 2100 年预计的 1900 万人。

人们现在担心的是，随着劳动适龄人口的减

少，这个现象会影响经济增长，而且政府的财政

压力也会因为高企的养老金和医疗成本而加重。

下图显示了全球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纵

轴表示按年龄划分的世界人口，横轴表示不同的

性别。

横向来看，全球 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激增，

从 1950 年仅为总人口的 5% 增至当前的 9%，且

到 2100 年，其占比预计将达到 23%。为顺应这一

人口结构变化，需要对政策、制度和生活实践做

出大幅调整。

然而，纵向来看，却是另一幅景象，其所突

出的不是老龄化，而是寿命的不断延长。从这个

角度来看，当前出生的孩子会比上几代人活得更

为长久。就如同到达金字塔的顶端一样，人类实

现长寿的可能性已经提高，这改变了“老年”的

内涵。

长寿指的是人类寿命的延长，用斯坦福大学

教授劳拉·卡尔坦森（Laura Carstensen）的话说，

长寿意味着需要绘制一幅“全新的人生示意图”。

长寿意味着要改变我们的受教育年龄或结婚年

龄、生育年龄、工作年限，以及如何度过我们的

老年、青年和中年生活（Gratton 和 Scott， 2016）。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面

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而是“如何改变我们的行

为，以便在更长的生命中度过最有意义的生活。”

对这些变化提供支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人

类的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延展性。营养、教育、

行为、公共健康、环境和医疗实践都会影响人们

的衰老速度。各类衡量指标（发病死亡率、认知

功能、体力）表明，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进一步

衰老，而是老得更慢。

这个延展性特点要求我们区分实际年龄（你

有多少岁）和生理年龄（你有多安适、多健康）。

如果按时间定义“老年”，老龄化社会这一说法就

不包括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考量，也排除了人在

一生中经历的结构性变化。由此可见，这种界定

仅专注于老龄化社会的负面影响（老年人越来越

多，他们需要关怀和赡养），忽略了制定长寿计划

的潜在好处，而这种计划有助于老人享受更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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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步入老龄化社会
全球65岁以上人口的激增，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全球不同性别人口的分布与预测，1950-210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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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和更充实的生活。

常见误区

有两大因素影响人口结构：一是老龄化社会，

它反映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二是长寿效应，由

衰老方式的改善所推动。仅从老龄化社会这个视

角看待人口变化不免有错失重要环节的风险。

误区1：年龄是衡量衰老的最佳标准

20 世纪，随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官方记录变

得愈加可靠并成为加强监管的基础，我们对老年

的概念也因时间这一标尺而得到强化。以时间衡

量老龄化的做法源自于“老年人口抚养率”的概念，

把 65岁界定为老年的起点。相比较而言，年龄延

展性却要求区分老年人口的时间和生理标尺，若

根据生理特征衡量老龄化，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大

大减少（Sanderson 和 Scherbov， 2019）。

误区2：老龄化是全球趋势

过去 20 年间，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中位数

年龄纷纷上升，然而平均死亡率（以每 1000人中

的人口死亡数来衡量）却在不断下降。平均死亡

率越低，则民众的预期寿命就越长。如果以实际

年龄衡量老龄化，上述各国的公民的年龄就较大，

但是如果我们把老年视为接近死亡的时间，那么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人口年龄就比较

小，且未来更加美好。因此，将这样的社会简单

地描述为老龄化社会，似乎并不是最佳做法。

误区3：日本是老龄化的最佳范例

日本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常被视

为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自1950 年以来，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已经成为七国集团（G7）

中预期寿命增长最快、出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

家。正因如此，相较于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日

本的老龄化社会效应要显著得多。如何在老龄化

社会与从长寿中获益之间取得平衡，各国的做法

迥然不同，因此，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政策的影

响也各不相同。

误区4：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产物

由于许多低收入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为年

轻，因此老龄化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

然而，年轻的人口在未来都会衰老。各国目前需

要抚养 15岁的青少年，以确保当这些年轻人步入

65岁时，即到 2070 年，他们能够尽可能体面地

老去。人类并不是从 65岁开始衰老的，政府应认

识到这一点，并出台政策帮助老年人，无论是现

在还是将来，都应如此。

长寿政策

制定长寿计划的目的是在人们的整个生命周

期内提供支持，并帮助其把握长寿带来的机会。

这个计划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就业、教育和

健康是重点，也是政府大有所为的领域。

支持年长工作者。在老龄化社会，至关重要

的一点是如何帮助年长工作者保持生产力。这一

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退休年龄，因为人们在 50岁

左右就可以退休，且这种退休通常都是非自愿的。

从就业统计数据来看，该议题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2008—2018 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年龄超过 55岁的人口在就业增长中的占比达到

79%；在七国集团中，这一占比达到 103%。此外，

各国老年人就业差异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并不是老年

人口规模的变化，而是老年人就业可能性的变化。

旨在提高年长工作者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将

取决于是否制定了养老金计划、养老金计划的资

金是否充足、工作者的健康状况及相关支持，以

及产业结构和提供的岗位类型。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的应用也应有助于推动老年人群的就业。年长

工作者高度重视灵活和兼职的工作，尽管工资较

低——日本和新加坡目前正在这样做。

为年长工作者提供支持也需应对根深蒂固的

企业年龄歧视问题，这使得年长工作者难以找到

新的工作，并增加了他们下岗的可能性。政府应

主动扩大残障人士的权利，并实施多元化立法来

支持和保护年长工作者。

支持更为长寿且充实的老年生活。人们的寿

命普遍延长，这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终身学习。

现如今，教育被置在三阶段生命模式的前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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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赚钱、退休”。然而，寿命的延长和技术

的更迭导致对成人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这就需

要对教育系统进行重大改革。

延长工作年限需要给予各年龄段的工作者更

大的灵活性。随着大家增加或减少对工作的投入，

再培训、养家（抚养孩子、赡养老人）、调整方向、

恢复元气、改变初衷都将是工作者在不同生命阶

段必须花时间做出的改变。

老年人的健康是社会的福祉。随着人口的

不断老龄化，非传染性疾病（例如心脏病、癌

症、糖尿病和痴呆）已成为民众的主要疾病负担。

2016 年，死于这些疾病的人口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71%，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为 78%。对

非传染性疾病的干预管理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

果欠佳，因此，为了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

医疗机构应考虑向预防性医疗转型。正如既往的

健康改善举措一样，进行上述转型需要对民众进

行教育，帮助其改变在活动、饮食、互动和目的

方面的行为。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的监

控与预测技术也不可或缺。

很多非传染性疾病都是由衰老本身所致。这

说明，要想减缓老龄化进程，就应加大力度找到

针对衰老的治疗方案，而不是专注于诊治癌症等

特定疾病（Ellison, Sinclair 和 Scott， 2020）。目前

研究人类衰老原因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计划方兴

未艾，一旦这些研究取得成功，年龄延展性将发

生重大变化（Sinclair， 2019）。

支持多元化的老龄认定方式。年龄延展性是

指民众的衰老方式多种多样。随着数百万民众的

年龄超过 65岁，如何老去这个问题将变得更为显

著，从而给纯粹以实际年龄为基础的政策，例如

提高国家养老金年龄，带来问题。政府需要出台

的政策是，给无法继续工作的人士提供支持，同

时激励其他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人士留任。就像

对待其他年龄段人口一样，政策制定者们应认识

到实际年龄并不是预测民众需求和能力的最佳标

尺，因此应出台更加细微的政策，根据具体情况

提供不同的老龄认定方案。

延长民众的寿命。关于是否可以采取除了

GDP 以外的其他方式来衡量民众福祉这个问题的

争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可能的标准是健康预期

寿命。由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取决于收入

和工作保障，还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以

及环境质量和不平等问题），所以，可将长寿与

更广泛的其他社会发展议程联系起来。长寿理事

会（如日本“设计百岁寿命社会”委员会）将助力

监控这些目标的实施进展，并改善政府各部门之

间的协调。

民众衰老的方式正在不断变化，这颠覆

了 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人口决定命运”的论断。民众的

寿命正不断延长，他们的身体也更加健康——这

应对民众和经济都带来利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

设计政策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受益于长寿效应的人

口数量，同时，推动民众在更长久的生命中过上

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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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时间定义“老年”，老龄化
社会这一说法就不包括对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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